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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主角：重识缇萦之父淳于意

杨源哲  沈玮玮

摘  要｜缇萦之父淳于意极具有医学天赋，早年间因生计和性格原因，以民间游医出道，但一开始就被迫进行政

治投机，选择依附对象。在投靠刘兴居失败后，他选择了成为杨虚侯刘将闾的门客。医而优则仕，后来

在刘将闾的推荐下任齐国太仓长，奈何因过于直接和功利的性格得罪权贵，遭来牢狱之灾。最后得益于

小女缇萦之孝行和名医及官员的影响力，淳于意免除了肉刑之苦。否极泰来，不久因刘将闾成了新的齐王，

他再次投靠刘将闾的门下，且地位日隆，迎来了人生的巅峰。虽然司马迁将他同扁鹊合传，然在太史公

笔下，淳于意始终是一个贫寒出身的普通人通过处心积虑地政治经营，在大起大落的官场中努力谋求声

名和权势的自私自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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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缇萦救父孝行感动文帝之故事可谓家喻户

晓，然而学界对其父淳于意本人的了解则太过粗浅，

尤其是法律史学界更是直接将其忽略。因淳于意医

术高明，与扁鹊齐名，故而当前对淳于意的研究主

要集中于医学史界。早期医学（史）界的研究者对

淳于意的关注主要是为了厘清传统中医发展的脉

络。［1］为了探究淳于意的精湛医术是如何获得及

其在整个医学史上具有何种地位时，研究者们必须

深入探究淳于意的人生经历，尤其需要对淳于意生

平履历和社交关系进行细致考证和甄别。这是医学

（史）界关注淳于意的主要原因，只不过已有研究

多有讹误，有必要重新检视。

淳于意的所有资料主要来自于司马迁的《史

［1］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何爱华：《关于‘脉学研究’

的几个问题》，载《上海中医药杂志》1958 年第 3 期；宋向元：

《祖国医学的病历起始问题》，载《中医杂志》1958 年第 7 期。

陈邦贤：《古代名医——淳于意》，载《中医杂志》1960

年第 2 期。陈维、陈可冀：《略谈对医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载《中医杂志》1962 年第 11 期。何爱华：《试论淳于意（仓

公）在脉学上的成就》，载《中医药学报》1980 年第 Z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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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扁鹊仓公列传》。该传主要围绕淳于意案展开，

即在淳于意获刑之后，小女缇萦为了让肤浅免受肉

刑之苦而上书文帝，请求代父受刑，最终感动文帝，

促使文帝废除了肉刑；文帝还向淳于意诏问了诸多

淳于意行医的问题。淳于意借答诏的机会将其诊治

的病案和盘托出。代父受刑、废除肉刑和诏问医案

是司马迁为淳于意作传的三大内容，其中诏问医案

占了较大篇幅。本文重点围绕司马迁的记载廓清当

前研究的一些误区和模糊之处，重新梳理淳于意的

人生阅历与社交圈子，试图将关注“缇萦救父”这

一经典故事的视角从“缇萦之孝行”和“文帝废除

肉刑”转向真正的主角缇萦之父“淳于意”，深化

对缇萦救父及文帝刑罚改革之认识。

一、学医：成为名医的基础与优势

（一）拜师学艺

淳于意的第一位师父是公孙光，公孙光在传授

淳于意医术期间，曾预测并希望淳于意学成后能够

成为一名优秀的御医，《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

载了淳于意对恩师公孙光的点滴回忆：“公孙光间

处，臣意深论方，见言百世为之精也。师光喜曰：

‘公必为国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产处临菑，善

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闻也。吾年中

时，尝欲受其方，杨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

与公往见之，当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给

富。’时者未往，会庆子男殷来献马，因师光奏马

王所，意以故得与殷善。光又属意於殷曰：‘意好

数，公必谨遇之，其人圣儒。’即为书以意属阳庆，

以故知庆。”在公孙光看来，“公必为国工”。［1］

为了让其成为“国工”，便继续推荐到“同产”阳

庆身边学艺，恰逢阳庆之子阳殷前来拜访公孙光并

想通过公孙光给齐王献马。于是，淳于意结识了阳

庆的儿子。在公孙光亲笔信的力荐之下，淳于意得

到了拜师公乘阳庆的机会。

“国工”即“医工”，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

刘胜墓中曾出土带有“医工”字样的铜盆，［2］医

工主官为“医工长”，《后汉书·百官志》载“王

国有医工长”，本注曰：“主医药”。《汉书·武

五子传》亦载“旦得书，以符玺属医工长”，颜师

古注曰：“医工长，王宫之主医者也”。藩国仿朝

廷官制设计，汉初的太医主治朝廷百官及官廷之

病，一般不能轻易离京，但兼有以下事务时例外： 

（1）发生疫疾和灾害时，到民间救治。（2）传播下

达经验良方于民间。身为太医不仅自由受限，危险系

数极高，而且工作乏味，还不断消磨进取之心。［3］

更不能接受的是，医官虽然有接近最高统治进而被

提拔任用的机会，然薪俸极低。《汉书·百官公卿

表上》载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

太卜、太医六令丞”，王国仿中央亦设，王国最高

医官称太医令，临淄封泥有“齐太医丞”印，说明

汉初王国之太医有令有丞，后太医令改称医工长。［4］

《二年律令·秩律》载：“太医、祝长及它都官长，……

秩各三百石，有丞、尉者二百石，乡部百六十石。”

此处“太医”即太医长，属“都官长”。［5］太医

称长或是汉初制度，后改长为令。然《后汉书·百

官五》载诸侯王之封国官职曰：“礼乐长、卫士长、

医工长、永巷长、祠祀长，皆比四百石。”有分析

认为不同时期秩级的规定不同所致。太医由长改称

为令，秩级由低到高共同反映了汉代太医地位渐升

［1］除特别标明外，文中所引均出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以下不再单独作注。

［2］李光军：《汉代“医官”考》，载《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3 年第 4 期。

［3］官医和民医的职业方式、医术可提升的空间、个人成就感和满足感皆不同。中国传统医学可区分为“正统”与“边缘”。

“正统”以官医系统为代表，而草泽医人则属于“边缘”，正统与边缘群体在职业兴趣、技能提升和成就感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

参见廖育群：《繁露下的岐黄春秋——宫廷医学与生生之政》，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69-76 页。虽然太医保存、

收集和整理民间医学典籍以提高业务技能的机会，然民间的医方往往是秘而不宣的，朝廷收集自然不易，这是淳于意四处拜

师学艺真诚求方的重要原因。参见焦培民：《汉代医疗保障制度初探》，载《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

淳于意前后拜公孙光和公孙阳庆时，也均被告知“毋以教人”“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

［4］李光军：《汉代“医官”考》，载《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3 年第 4 期。

［5］万尧绪：《〈二年律令·秩律〉所见汉初的奉常》，载《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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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1］即便如此，身为王国医工长，显然比

太长令六百石要低。名医阳庆“家富，善为医，不

肯为人治病”，意味着除非因为贫穷迫不得已才会

选择行医，因贫困而行医更不会把成为官医作为目

标，因为官医薪俸太少，只有成为游医才有可能赚

取更多。再加上当时医者乃贱业，于是，汉代医官

主要来自征辟，［2］例如西汉名士龚胜曾言道：“窃

见国家征医巫，常为驾，征贤者宜驾。”［3］平帝

元始五年（公元 5 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

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

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

人。”［4］综合而言，考虑到淳于意家贫，在学成

之后是不可能达成师父的心愿进入官医行列的。为

了养家糊口，“少而喜医方术”“自意少时，喜医药”

的淳于意在学成之后选择了游医这一“贱业”来谋

生并不为奇。一旦有了名气，淳于意又担心官府“拘

除”征召失去自由和精进医术的机会，淳于意只能

“不以家为家”，四处飘忽不定，自由执业。

（二）天赋技能

淳于意善于总结归纳，在拜师学艺过程中有两

次自觉整理总结研究医方的记载，最早是在追随公

孙光学医期间，“臣意深论方，见言百世为之精也”，

此举深深打动了公孙光，于是公孙光亲自出面将其

推荐到阳庆处学医。如公孙光所言，阳庆“善为方，

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闻也。”第二次是在

行游诸侯成为游医期间，在“善为方数者”“悉受

其要事，尽其方书意”后，淳于意“及解论之”——

对医方进行整理分析。这是淳于意从小便对“好方 -

试方 - 验方”颇感兴趣并能亲自动手的结果。例如

淳于意在临床中逐渐认识到某些疾病或疾病发展的

某一阶段不宜针灸，否则加重病情，甚至致死，《史

记·扁鹊仓公列传》便记载了淳于意所遇到的 2 例

误灸致死医案，即曹山跗肺消瘅误灸致死案和文王

误灸致死案。［5］明嘉靖三十九年（公元 1560 年）

顾从德刻本《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后记”云：

“今世所传《内经·素问》，即黄帝之脉书，广衍

于秦越人、阳庆、淳于意诸长老，其文遂似汉人语，

而旨意所从来远矣。”《黄帝内经》所引古经书名

多有与仓公所读古医书相合。仓公拜师多人，其整

理研究医经的成果极有可能被保留在《素问》等书

中，这是淳于意能够成为名医的秘籍。

淳于意在汉初医疗市场能够独领风骚的核心竞

争力则是从恩师阳庆那里学到的古医术，这种绝密

且稀少的医术只有少数人才能掌握，主要包括脉书

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

石神、接阴阳禁书等古医书。阳庆认为淳于意之前

所学的不值一提，甚至有害，故而让其“尽去而（尔）

方书，非是也。”淳于意尤其继承了脉诊的优势，

其治病“必先切其脉，乃治之”。在其诊籍记载的

25 例病案中，除 2 例用望诊，1 例用尺肤诊法外，

其余疾病的诊断均以脉象为依据。虽然其诊法内容

尚不具体全面，但领先于马王堆医书，某些诊法与

稍后出现的《黄帝内经》相当接近，甚至一致。［6］

这些古医术经淳于意的实践和传播对后世医学产生

了影响，成为《黄帝内经》理论的重要源头。［7］《黄

帝内经》很可能是仓公的传人对先秦及汉初零散的

医学篇章做系统的加工整理、修改补充而成。［8］

淳于意还较早揭示了多样的病因，建议病患应当顺

应天时，洁身自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恢复

健康。［9］

（三）性格使然

在淳于意所奏对的 25 例病案中，以“断顺逆、

决死生”为主要原则，若属顺证则治，治则有效；

若属逆证（死证）则不治，但给出生存期以及各种

症状，患者一般如期如症而亡，完全配得上“知人

［1］郭俊然：《汉简所见的汉代中央官制杂考》，载《昆

明学院学报》2013 年第 5 期。

［2］高伟：《先秦两汉医官制度综述》，载《兰州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1 期。

［3］《汉书·龚胜传》。

［4］《汉书·平帝纪》。

［5］张永臣，等：《淳于意及诊籍针灸学术思想探析》，

载《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 年第 5 期。

［6］曾高峰、吴弥漫：《从〈史记·仓公传〉考察汉

初诊法水平》，载《辽宁中医杂志》2006 年第 3 期。

［7］杨昉、包小丽：《从〈史记〉“仓公传”看〈黄

帝内经〉的理论源头》，载《江苏中医药》2009 年第 11 期。

［8］吴弥漫：《从〈史记〉“仓公传”考证〈黄帝内经〉

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载《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 年

第 2 期。

［9］孙立亭：《从“诊籍”看淳于意病因及卫生思想》，

载《管子学刊》199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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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的评价。［1］

其中，预测死亡而不予治疗 9 例，其中 8 例死亡，

1 例症状处于所预测疾病发展的某个阶段；预测死

亡时间 9 例，其中 5 例死亡时间与预测相符，3 例

时间相近且死亡症状与预测相符，1 例尚未死亡；

治疗 15 例均有效；给予医嘱 1 例，患者未遵行后

死亡，症状与预测相符。总之，淳于意的 25 例病

案死亡的达 10 例，对此他竟毫不避讳，直接奏对，

既不敢欺君罔上，又为自己留下余地，以防未来为

皇亲国戚治病失败的风险。这是淳于意耿直诚实的

性格使然，而这种性格极易得罪病患及家属。

从淳于意对医学的喜爱和耿直的性格来看，他

当有医者仁心和救死扶伤的情怀，必然对患者是有

求必应。甚至对那些未曾向他求医诊治的患者，淳

于意都能主动诊治，并提前给出预防建议或重危病

的警示。然而，他却因“或不为人治病”而遭到嫉

恨。之所以不为人治病，一则是因为不敢治，不论

治愈可否都会得罪患者，尤其是权贵者，后患无穷；

二则是不愿治，尤其是遇到与己意见相左且固执的

病患，为其诊治反倒会被人背后议论。“不为人治

病”便容易招致怨恨，遭受牢狱之灾。

二、入仕：投靠政治的行动与运势

（一）一投刘兴居

按照汉初制度，列侯例不就国，功臣侯大都居

住在长安，王子侯一般都住在王国的都城。［2］刘

兴居（刘肥第 3 子）于公元前 182 年封为东牟侯后

就久居长安，直到公元前 180 年吕后死后，居住在

长安的刘兴居才能与兄长朱虚侯刘章作为内应为灭

诸吕建功。而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高

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受之三年，

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然左右行游诸侯，不以家

为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高后八年

即公元前 180 年，恰好是刘兴居计划诛杀诸吕的时

间，三年后，刘兴居因谋反自杀，此间应当都是淳

于意在为其治病。因为他的病案记载提到了“故济

北王阿母”，结合到后文对刘将闾称之为“齐王故

为阳虚侯时”可以推测，“故济北王阿母”应当是

济北王刘兴居的至亲——不论是母亲还是乳母。如

果真是刘兴居的母亲，结合传记对“齐王太后”的

称谓可知，在公元前 180 年到公元前 178 年期间刘

兴居尚是东牟侯，并未获封济北王，只能使用“故

济北王阿母”而非“济北王太后”之称谓。

淳于意乃齐国首都临淄人，求学又在同郡，为

给济北王阿母诊治不惜长途跋涉往来临淄和长安，

可见二人关系在淳于意尚未成名之际就非同一般。

淳于意能够与济北王搭上线，当有刘襄的推荐，而

将淳于意推荐给刘襄很可能是第一位恩师公孙光所

为。如前所述，公孙光期望淳于意成为御医，而且

其与齐王交好。当时阳庆的儿子殷还想通过公孙光

的关系向齐王献马。“会（阳）庆子男殷来献马，

因师（公孙）光奏马王所，意以故得与殷善”。此

事发生在淳于意拜阳庆为师之前，即不晚于高后八

年。这一时期齐地仅有齐哀王刘襄一人。既为师徒，

淳于意定然也会步入此社交层。有了公孙光的推

荐，加上公孙光的榜样影响——并非御医但能结交

权贵，既能自由生活，又能享受行医乐趣，淳于意

在拜师阳庆后，尚未等到学成就已经积极为故济北

王阿母诊治病情。只可惜淳于意早期选择的投靠对

象刘兴居叛乱自杀，让他不得不寻找下一个政治靠

山。考虑到济北王长期在长安经营，淳于意当时应

该有试图通过济北王接近中央权力的“野心”。不

过，这个关系应该在刘兴居叛乱自杀后就已经了断

了，不可能为淳于意后来在文帝十三年受刑提供任

何帮助。对济北国的熟悉以及考虑到刘将闾与后来

获封的济北王刘志（刘肥第 10 子）非同一般的关系，

淳于意在案结后再次应邀为济北王服务就顺理成章

了。否则，济北王不可能专门召请淳于意“诊脉诸

女子侍者”（类似惯例体检），济北王甚至还让太

医高期、王禹跟随淳于意学医深造。

（二）二投刘将闾

如果说淳于意早年看走了眼受刘兴居叛乱牵连

是不幸的话，那么他并未畏惧退却，反倒利用游医

之便积极寻找下一个靠山。于是，他在“左右行游

诸侯”后暂时选择了身居杨虚侯国刘将闾（文帝四

年（公元前 176 年）刘将闾被封侯）麾下，还治愈

了刘将闾所患的“痹”症。淳于意在刘将闾麾下的

角色即是一个门客（食客）。正如有学者所言，

［1］黄玉燕、翟双庆：《淳于意决死生方法探析》，

载《吉林中医药》2009 年第 11 期。

［2］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

版社 1984 年版，第 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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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秦而在秦汉之际，中央集权的瓦解导致政治上的

真空，这种客的活动更为发达。汉初去战国无远，

此时的人们都曾切实感受到了前一时代的养客俗

尚。［1］西汉初期，养客现象已十分普遍。诸侯王、

中央及地方各层官吏介喜豢养门客，门客更是数量

巨大。此时的门客阶层主要来源于士阶层，留有较

高的阶级自尊。门客和主人的关系，仍一如战国时

期，两者是平等的。客为主人助势，主人为客供衣

食，主人对门客执谦虚之礼，［2］整个西汉门客和

主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松散的，主客之间，以“义”

为纽带自由结合，“和则留，不和则去”。［3］因此，

淳于意之所以在“行游诸侯”时短暂停留在刘将闾

身边，肯定是看中了门客不同于侍医的便利优势。

文帝对待门客的态度极有可能激发了淳于意闯

荡官场的动力。苏轼曾言秦王之缘由，或是汉初采

“举贤良”之任官制而将门客制度化的初衷：“春

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

谋夫说客，下至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

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魏无忌、齐田文、赵胜、

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度其余当倍官吏而

半农夫。此皆役人以自养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

乎？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吾考之世变，

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

不可不察也。”［4］陆贾、贾谊、晁错等皆是高祖、

文景时代进入体制内的门客代表，亦是汉廷吸取秦

亡教训之既得利益者。文帝即位之初只有通过培植

和提拔亲信才能站稳脚跟，通过心腹举荐招揽门客

纳入到汉廷官僚队伍便是绝佳之法：“朕获保宗庙，

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

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及举贤良方正能

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饬其任职，务省

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

是以设备未息。”［5］

文帝“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

股肱也”“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联之

不逮”的观念，说明先秦时代主人对门客表面上的

谦恭态度早已荡然无存，代之以君臣父子关系。陆

贾等人的精神面貌，与春秋战国时代门客较狭隘的

“知己”情结相比大为提高，尤其具有国家情怀和

社会责任感，相较于秦代的则是进了一大步。史称

“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6］淳于意受此

风影响便加入到门客的队伍中来。然而，汉初诸侯

王之门客品质完全不可与楚汉之际同日而语，更无

法同帝王周围的谋臣相提并论，他们已经自降身价，

成为投机、帮闲、告密者。例如梁孝王刘武“招延

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

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日，王赐千金，

官至中尉，号曰公孙将军。”［7］枚乘、司马相如一

度也在其间。这些人平时优游，侍主游山玩水，作

赋写诗，造反时则出谋划策，事败后则或喊冤，或

劝降，最后都作鸟兽散。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

术之士数千人”，［8］著名的门客有雷被、伍被、左

吴等“八公”。这些人多是投机分子，刘安的两次

谋反都是他们揭发。［9］或许正是文帝深知诸侯王身

边的门客皆是此等之辈，对淳于意也就无太大兴趣。

史书并未记载淳于意具体侍奉了杨虚侯多久，

但显然不是他的长久之计，最后选择回到临淄担任

齐王刘则的太仓长。一是因为临淄为齐国国都，乃

战国秦汉关东一大都会。《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载武帝时“齐临淄十万户”，汉初临淄人口应相差

不远，对淳于意的医术传播和政治发展更有利；二

是因为临淄是淳于意的故里，从安土重迁或衣锦还

乡的传统观念而言，回归故里、光耀门楣、回报乡

梓的决定在刘将闾看来十分自然。他定会支持淳于

意的这一决定。于是，淳于意的角色发生了巨大改

变，从边缘走向了中心，即从一名民间游医经门客

最后成为中级官员。可惜淳于意再次失算，在试图

兼顾兴趣爱好（成为医生为人治病）和人生目标（成

为官员光宗耀祖）时却因过于直接和功利的性格得

罪权贵，遭来牢狱之灾，于是有了著名的“缇萦救

［1］沈刚：《秦汉时期的客阶层研究》，吉林文史出

版社 2003 年版，第 95 页。

［2］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00 页。

［3］刘维宁：《略论两汉门客阶层》，载《赤峰学院

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3 期。

［4］《三苏文选·六国论》。

［5］《史记·孝文本纪》。

［6］《汉书·邹阳传》。

［7］《汉书·文三王传》。

［8］《汉书·淮南王传》。

［9］张琼：《汉武帝应对侍从群体研究》，华中师范

大学 2007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8-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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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主角：重识缇萦之父淳于意

父”之故事，这是他人生的第二次不幸。最后得益

于小女缇萦之孝行和名医及官员的影响力，淳于意

免除了肉刑之苦。

（三）再投刘将闾

在文帝十三年因缇萦救父的孝行而幸免于难

后，淳于意依然活跃在齐国民间医疗群体之中，为

了防止狱灾再次降临，他必须重新寻找靠山。淳于

意最迟是在刘将闾被封为齐王的文帝十六年（公元

前 164 年）四月再次投靠到刘将闾麾下。在此期间，

淳于意还应召去淄川国和济北国诊治病人。三年后，

即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 161 年），淳于意跟随齐

孝王刘将闾入朝，顺带在长安还为安陵的项处治病。

能够跟随诸侯王入朝的人员主要有三：（1）王国

二千石官员必须尽从随行。据《汉书·哀帝纪》载：

“令，诸侯王朝，得尽从其国二千石。傅、相、中

尉皆国二千石，故尽从之。”（2）封国其他随从服侍、

保卫诸侯王的官员。《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梁

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

无异。”（3）如需其他人员随行，须经皇帝批准。《汉

书·宣元六王传》载：“楚孝王嚣，甘露二年立为

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时被疾，天

子悯之，下诏曰：……今王朝正月，诏与子男一人

俱，其以广戚县户四千三百封其子勋位广戚侯。”［1］

西汉宗室诸侯王定期朝见时间应该在冬十月。文帝

朝凡四年 1 次应是当时常态，齐孝王刘将闾仅朝见

了 1 次，即文帝后元三年（公元前 161 年）。朝请

等同朝聘，主要有“考文章”“正法度”［2］两大

要事。“考文章”是天子考察诸王的才能与品性；

“正法度”是天子奖励或惩处诸王以往的行为。除

此之外，朝请还是宗室家族聚会，以表达“亲亲尊

尊”之义。期间宴会歌舞，游猎驰射十分常见。朝

请成了联络天子与诸侯王感情的重要媒介，可以巩

固、修复二者关系，乃至阻止关系的进一步恶化。［3］

在这样十分重要的场合，刘将闾将淳于意带在身边，

极有可能得到了文帝的许可。淳于意将跟随刘将闾

入朝时为安陵的项处治疗疾病作为典型回诏，以示

宠爱之意。

因史料有关刘将闾的记载十分稀少，刘将闾和

项处的关系便无法考究。从淳于意为项处诊断的病

情可知，项处乃纵欲过度，且喜好蹴踘，被视为史

载首位死亡的铁杆球迷。《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载：“臣意谓之：‘慎毋为劳力事，为劳力事则必

呕血死。’处后蹴踘，要蹶寒，汗出多，即呕血。

臣意复诊之，曰：‘当旦日日夕死。’即死。”秦

汉爵位共二十等，项处为第八，是公乘爵位，乃中

级官员（大夫），综合推断项处应是融入了贵族生

活圈的积极分子。想必刘将闾入朝期间与文帝等娱

乐，便邀请了项处作陪。淳于意偶遇了一同参加活

动的项处小试牛刀，给刘将闾长了脸面。

三、心思：经营关系的治病与收徒

淳于意与文帝时期央地政治关系甚密，最早与

最新关注此问题的研究当属白坤的《“缇萦救父”

新考》［4］以及张朝阳的新近系列研究［5］。二人的

研究均把关注点放在淳于意遭受肉刑以及缇萦救父

和文帝废除肉刑的主题上，白坤的研究把淳于意案

放到了吴王集团和齐系诸侯两股政治势力的交锋背

景下，其认为文帝赦免淳于意不仅体现了汉初刑罚

体制改革的基本精神，而且暂时稳定了吴王集团，

为中央进一步争取齐系诸侯提供了可能。［6］张朝

阳则认为《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录的这两个独

立事件“废除肉刑”与“齐文王之死”之间存在某

种关联，二者共同服务于文帝削弱诸侯王权的大战

略。［7］就此而言，二人研究聚焦于淳于意的刑案

上，从刑案来论证淳于意的政治关联或政治关系网，

［1］李俊方：《汉代诸侯朝请考述》，载《社会科学》

2008 年第 2 期。

［2］《汉书·宣元六王传》。

［3］王尔春：《汉代宗室问题研究》，吉林大学 2015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132-134 页。

［4］白坤：《“缇萦救父”新考》，载武汉大学历史

学院主编：《珞珈史苑》（2014 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5］张朝阳：《缇萦如何能救父：汉天子的软实力》，

载《文史知识》2017 年第 8 期，以及张朝阳：《〈史记·仓

公列传〉探微：废除肉刑与齐文王之死》，载《中华文史论丛》

2018 年第 1 期。

［6］白坤：《“缇萦救父”新考》，载武汉大学历史

学院主编：《珞珈史苑》（2014 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7］张朝阳：《〈史记·仓公列传〉探微：废除肉刑

与齐文王之死》，载《中华文史论丛》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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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淳于意案发前后通过医者这一身份而逐渐构

筑的政治关系图谱。若从病患和收徒两个方面对淳

于意如何通过这一身份不断经营政治的过程进行追

踪，对于全面透视淳于意的心思和目标，个性与追

求当更有启发。至于白坤和张朝阳的结论是否正确，

留待他文再做评论。

（一）普通病患：刻意迎合上意

如前所述，淳于意在跟随刘将闾入朝之时顺便

给安陵公乘项处治过病，安陵为汉惠帝刘盈及其皇

后张氏同茔异穴的合葬陵园。文帝以孝治天下，淳

于意选择奏报为先帝陵之地的官贵治病，或有迎合

文帝孝道之意。

淳于意选择上奏为齐国之外的另一平民安阳武

都里成开方治病，亦有同样的用意。为成开方治病，

表面上看是同医治安陵的项处之病一样，为了显示

未卜先知的高超医术。然而，淳于意为何宁愿违背王

命不为胶西王和济南王治病，反倒会前去安阳为平民

治病？安阳，在今山东曹县东，文帝时当属梁国所辖。

文帝二年（公元前 178 年）封刘揖为梁王。前元十一

年（公元前 169 年），刘揖坠马而死。在位十年，谥

号为“梁怀王”。梁怀王是刘恒最小的儿子，宠幸异

于他子。梁怀王刘揖去世无嗣，文帝十二年（公元前

168 年）改封嫡次子刘武为梁王。此后数年时间内，

刘武多次入朝。《史记·梁孝王世家》载：“吴楚齐

赵七国反。……梁孝王城守睢阳，……吴楚以梁为限，

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

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明年，汉立太子。其后梁最亲，

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

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经过多年经营，梁国

成为西汉最强大的封国。文帝迫于压力而无法重用贾

谊，但让贾谊成为梁怀王的太傅。在梁怀王坠马而死

后，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足见贾谊对文帝和梁

王的忠诚，亦可见文帝同梁王的感情，能将自己最信

任的臣子侍奉左右。

成开方当为庶人，若其有爵位，司马迁定会如

记载项处一样冠于“公乘”。淳于意选择了文帝之

异母弟惠帝刘盈，以及最受文帝宠爱的梁王之地行

医问诊，当有深意。文帝对二人应当情感非同一般，

其皇位继承于刘盈，虽说不上感激，但应当对刘盈

在位时积攒的治国资本表示认可。而且刘盈作为先

皇，在文帝心中自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梁王自不必

说，淳于意选择在此两地行医问诊，可谓抓住了文

帝的情感软肋，让他能够祭奠与怀念。同时，文帝

向来仁慈，恭行仁孝，尤其体恤中下层民众，故而

淳于意选择汇报了为中下级官吏和平民百姓诊治的

病案，既能体现作为医者的仁心博爱，又与文帝一

贯的仁政一致。

（二）特殊病患：积极支持主公

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曾派人来邀请淳

于意前去会诊，具体发生在何时不得而知。因为淳

于意的回答只是针对文帝的诏问“意方能知病死

生，论药用所宜，诸侯王大臣有尝问意者不？及文

王病时，不求意诊治，何故？”我们不能仅凭此问

题中人物的排序来认同早期研究者的判断，即赵王

等人是在齐文王刘则患病之前使人来召淳于意而遭

拒绝。此处“及”的用法应当是连接词而非时间副

词。同样，淳于意答诏的“赵王、胶西王、济南王、

吴王”顺序不能成为判定这些藩王召见淳于意治病

的先后时间。这些藩王的召见应该是在淳于意稍有

名气后。然而，淳于意为什么直言不敢听从这些藩

王的召见呢？与之相距不远的东汉和帝时期名医郭

玉道出了给权贵病患看病的无奈，想必也是淳于意

的心声：“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

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

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

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

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

哉。此其所为不愈也。”［1］

淳于意与其授业恩师阳庆不同，他在答诏时对

曰：“不知庆所师受。庆家富，善为医，不肯为人

治病，当以此故不闻。”公乘阳庆之所以不闻名于

齐诸侯，是因为不肯为人治病。而淳于意多次提到

其不是不愿给人治病，而是不敢给人治病：“皆使

人来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时，臣意家贫，

欲为人治病，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

右不脩家生，出行游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

就此而言，从淳于意答诏所言的内容来看，不存在

司马迁主观认为淳于意获刑是因“或不为人治病，

病家多怨之者。”“不为人治病”只是表象，其目

的是选择性治疗。

在赵王或和吴王等藩王来召淳于意诊治时，淳

［1］《后汉书·方术列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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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意应该已经摆脱了生活的窘境，而且寻找到了靠

山杨虚侯刘将闾。即便无法判断赵王和吴王召见淳

于意的具体时间，但如果二王是在淳于意行游诸侯

之际征召淳于意的话，正在为“功名”和“利禄”

都发愁的淳于意不至于“不敢前往”。与此同时，

在齐文王刘则最初有恙时，淳于意只是一名没有名

气的游医，文王当然不会召见淳于意诊治。

如果赵王和吴王的邀请是在淳于意已经担任齐

国太仓令之后，身为齐国正式官员的淳于意更不可

能前去，否则便会给齐王刘则带来私下联合赵王和

吴王的嫌疑，已经被文帝盯防的齐王刘则必然对这

一很可能被视为“不忠”的证据十分反感。

胶西王和济南王获封均在淳于意案结之后，此

时淳于意已经再次依附到新任齐王刘将闾的门下，

然而，淳于意为何又对济北王和淄川王的邀请欣然

接受呢？这主要与刘将闾有关。“胶西王”和“济

南王”很可能与刘将闾关系不和，而让淳于意不敢

或不能前往。济北王和淄川王或与刘将闾关系甚好，

故而淳于意乐意效劳。在淳于意诏对所提及的 25

个病例中，有 4 个与济北王有关，2 个与淄川王有

关。此外，济北王遣太医高期和王禹、淄川王遣太

仓马长冯信都来向淳于意学习医术，这说明了齐国

个别王族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有学者认为这种来往

视血缘远近而有别，齐国、济北国、菑川国三国间

的交往似乎更多，可见三王之间关系非同一般。［1］

而刘将闾同胶西王、济南王，以及赵王和吴王等关

系一般甚至较差。景帝三年（公元前 154 年）吴王

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

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等刘姓宗室

诸侯王发动七王之乱。济北王刘志被胁迫参与叛乱，

后坚守不发兵，所以赦而未杀。在齐地，胶西王、

胶东王、淄川王围攻刘将闾的国都临淄，《史记·齐

悼惠王世家》载：“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皆擅

发兵应吴楚。欲与齐，齐孝王狐疑，城守不听，三

国兵共围齐。……汉将栾布、平阳侯等兵至齐，击

破三国兵，解齐围。已而复闻齐初与三国有谋，将

欲移兵伐齐。齐孝王惧，乃饮药自杀。景帝闻之，

以为齐首善，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

子寿为齐王，是为懿王，续齐后。”胶西、胶东、

淄川、济南王想拉拢刘将闾共同谋反，应是淄川王

从中游说，但参与谋反的还有与刘将闾不和的胶西

王和济南王，这应该是刘将闾最初“狐疑”，一面

秘密与叛军进行和谈，一面观望汉廷战况的原因。

刘将闾之所以愿意同叛军密谋，是因为考虑到淄川

王也参与了反叛的关系；而刘将闾之所以还观望并

对汉廷抱有希望的则是因为反感与胶西王和济南王等

人为伍参与叛乱。另外，当刘将闾得知济北王尚是被

胁迫参与叛乱但不发兵参战时，更会犹豫不决。“一

母生九子，连母十个样”，在齐悼惠王刘肥的 13 个

儿子中，刘将闾和济北王，淄川王关系最好，而与胶

西王和济南王等则关系一般甚至有交恶的可能。这就

是听命于刘将闾的淳于意，为何能给济北王和淄川王

服务却不敢为胶西王和济南王服务的原因。

淳于意选择是否为其他藩王服务也有自己独立

的判断。例如淳于意最早是求学菑川唐里的公孙光，

因此能够为淄川王看病或有回报师父故里的情感考

虑。淄川王事后还派遣与淳于意同属太仓系统的太

仓长属官马长前来跟随他学医。淄川王当然会考虑

到二人同属太仓系统这层关系。此外，有学者精确

分析了近两千方出土于汉初齐国临淄刘家寨的封泥，

齐国疆域内的582方封泥可以反映齐国的地理形态，

如果将齐内史（临淄）视为王畿，齐内史加济南、

胶西二郡之地便可视为“大王畿”，济北、城阳、胶东、

琅邪四郡之地则属边陲。同时，有 67 方封泥分别来

自齐国之外的二十四个县及侯国，遍及汉廷及其辖

郡、淮南国、赵国、代国、淮阳国、梁国、楚国等

地，然其数量远少于齐国国内的封泥，反映了汉初

齐国对内往来的频率远高于对外。［2］故而对临淄熟

悉的淳于意较多了解胶西王和济南王，这两地与临

淄接壤，有关胶西王和济南王的信息比较容易获得。

因齐国同其他国交往不够，淳于意也就无法获知赵

王和吴王的具体消息，前去诊治大有风险。

（三）六大徒弟：主动搭建关系

西汉初年，拜师学医必须要有同乡之谊或熟

人推荐，淳于意的第一位恩师乃是与家（临淄）

紧邻的（淄川）公孙光，第二位恩师则是公孙光

［1］王浩：《〈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见汉初二三

事》，载《文史知识》2009 年第 12 期。

［2］游逸飞：《汉初齐国无郡论——战国秦汉郡县制

个案研究之三》，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历

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三十三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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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力推荐的阳庆，恰好又是淳于意的同乡。因阳

庆不为人治病，淳于意在公孙光推荐之前应当不

知道同乡还有此高人。医术、占卜、律令和写史

技术都是“传内不传外”“传熟不传生”，［1］无

怪乎淳于意的恩师公孙光要嘱咐道“是吾年少所

受妙方也，悉与公，毋以教人。”公孙光一方面

破例“妙方悉授”，另一方面又再三叮嘱“毋以

教人”，淳于意也保证“死不敢妄传人”。同时，

阳庆叮嘱道“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然而，

淳于意后来却违反收徒禁忌，曾广收门徒，打破

了医方秘而不宣的江湖规矩。先后有宋邑、高期、

王禹、冯信、杜信、唐安等 6 人拜师学艺（齐人

宦官平因为兴趣只是时常向淳于意讨教，不是正

式的徒弟）。（见表 1）

［1］此类特殊技能的职业多为世袭，被称为“畴官”，

尤其是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太史、巫医、司空、司徒等。

司马迁之所以成为史官，乃继承其家族传统。《史记·太

史公自序》载：“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

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

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

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

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迁俯首流涕曰：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2］司马迁在《史记》中仅记载了唐安“未成”，其

他 5 人应当学成。

表 1  淳于意收徒学艺基本情况表

姓名 籍贯 官居何职 何人推荐 所学内容 学习时间 学成与否 去向
淳于意在公
孙光处所学

淳于意在阳
庆处所学

宋邑 临淄 平民
同乡（不知

何人）
五色诊 一年多 成 未知

受方化阴阳
及传语法（口
头流传的医

学理论）

受其脉书上
下经、五色

诊、奇咳术、
揆度阴阳外
变、药论、
石神、接阴
阳禁书（三

年学成）

高期、王禹 济北
官（济北
国太医）

济北王 经络、针灸 一年多 成 原济北国太医

冯信 淄川 太仓马长 淄川王
切脉之法，医方

（汤药）
一年多 成

原淄川国太仓马长，当晋
升为淄川王侍医

杜信 高永 家丞 高永侯 五色诊 两年多 成 继续为家丞，并兼任侍医

唐安 临淄 平民
同乡（不知

何人）
五色诊、奇咳术、

四时阴阳学
未知 未成［2］ 除为齐王侍医

以上 6 人中有济北王和淄川王推荐，以及同乡

的宋邑和唐安——既为同乡，很可能也有关系推荐。

司马迁提到的“高永侯”家丞杜信应当与齐王有关，

没有这一层关系杜信是没有机会拜师于淳于意的。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爵》载：“列侯，改所食

国令长名相，又有家丞、门大夫、庶子。”列侯家臣，

掌侍侯，理家事，乃高永侯之心腹。遍查《史记》《汉书》

等文献，并未查询到家丞杜信所属的高永侯所为何

人，可能是司马迁笔误所致。因《史记》所载并无“永”

字侯，以“高”字为首且与齐国有关的文景之“侯”

只有高乐侯（史失其名），乃刘将闾之子，封年不详。

若是刘将闾之子的家丞，自然能得到淳于意的关照。

淳于意能够收济北王和淄川王推荐的人为徒，

则是因为此前为济北王和淄川王展示过医学才华。

淳于意曾为济北王及其侍女看过病，当时济北王自

认为女侍者竖没有病，淳于意竟能够发现病症，真

正见识到了“未卜先知，能决生死”的高超医术。

济北王的众医们因判断病因有误，对女侍者韩治疗

不当。于是，济北王便派遣太医二人跟随淳于意进

修学医。淳于意向二位太医传授的内容是“经脉高

下及奇络结，当论俞所居，及气当上下出入邪逆顺，

以宜鑱石，定砭灸处”，主要是判断经络正常和异

常运行之状，以及恰当选用砭石和针灸来治疗。济

北王的众侍医之所以对女侍者韩的病因诊断有误，

是因为对经络的运行把握不好。淳于意在为济北王

治病时，则是根据“气当上下出入邪逆顺”来判断

病因再对症下药。因此，淳于意教徒也是因材施教。

同样，淳于意为淄川王及其美人治疗过疾病，二人

在有症状后经淳于意针灸穴位和服用医药而痊愈。

淄川国恰有同样供职于太仓的冯信喜好医方，于是

被淄川王发现派遣到淳于意身边学医。冯信与淳于

意供职同一系统，有共同语言，便于速成。淳于意

当然明白淄川王的用意，其所授之技乃治愈淄川王

及其美人之疾时所用，这样方便冯信学成之后回国

复命，且易被淄川王认可有机会升迁。就此而言，

淳于意对济北王和淄川王所派习医之人并非悉数传

授，而是有所保留，确保二王在必要时还能再找上

门，以形成持续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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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于意再次投靠了刘将闾，为其他藩王治病定

需先征得刘将闾的同意并向其详细汇报。其他藩王

遣人来拜师学艺，淳于意更会先征询刘将闾的意见，

这也更能印证刘将闾与济北王和淄川王关系亲近，

而与胶西王和济南王不太往来。当然，淳于意收徒

并非完全以刘将闾的好恶为标准，他还有自己的主

见，收平民宋邑和唐安即是如此，这应该是他“诚

恐吏以除拘臣”的性格使然。

在淳于意所收的 6 个弟子中，最值得关注的是

最后一个徒弟唐安。唐安为淳于意同乡，尚未学成

就被安排了去处——齐王侍医，这背后定有淳于意

的推荐。此处的齐王指的应该是刘将闾。如果是指

齐文王刘则，唐安跟随兼职的民间游医淳于意学医

还未学成，完全不可能被“察举（征辟）”为“侍医”。

有学者认为唐安正是酿成了齐文王之病故的元凶，

故而在刘则去世后，齐王家族要上告淳于意，作为

师父要承担连带责任，“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

师之惰。”［1］这一判断与事实出入甚多，唐安极

有可能是截止答诏时淳于意所收的最后一个徒弟，

甚至是淳于意生平最后一个徒弟，故而尤为器重。

因为当时淳于意名下只有 6 个徒弟，不可能遗漏或

记错，毕竟淳于意收徒已经违背了公孙光的“师训”

且犯了当时学医的禁忌，定会十分谨慎。从淳于意

向唐安传授的内容来看，也是较前面的 5 人为多。

如果说济北王、淄川王和高永侯所派之臣都有一定

的医学功底，只是来淳于意身边进修的话，那么同

样是平民的宋邑只在淳于意这里学习了五色诊，可

见淳于意对唐安偏爱有加。对比淳于意在公孙光和

阳庆处所学的内容来看，淳于意几乎是将最重要的

内容全部传授给唐安，而且是按照阳庆所传授的顺

序来教学。唐安尚未学成（在淳于意看来，没有学

完他所规划的全部内容，就等同于“未成”）很可

能不是天生愚钝——否则淳于意不会收其为徒，更

不会悉数传授全部知识，而是出现某种重大变故，

让淳于意感觉到已经无法等到唐安学成便要尽快将

其推到齐王侍医的位置上。在淳于意看来，只要掌

握了前三种医术（五色诊、奇咳术、四时阴阳学）

完全可以成为医生——其他 5 人所学已经足够应付

日常需求，至于“药论（方剂术）、石神（针灸术）、

接阴阳禁书（房中术）”在成为侍医后再学也不迟。

淳于意甚至都没有提及唐安到底跟随他学医多久，

如果有了唐安学艺的时间，我们就更能推测二人之

间非同一般的关系——淳于意很可能把唐安认定为

接班人。这可能是淳于意主动不提唐安跟随自己学

艺多久的原因，以免过早暴露心迹。

淳于意当时正在刘将闾麾下效力，经历肉刑官

司后，不再公开行医，担心再次被人上书。很可能

为避免风头，只能让徒弟唐安走到前台，自己退居

幕后掌控局面。徒弟即便尚未学成（学完），只要

师父背后指点则完全可以胜任侍医一职。凭借淳于

意在新任齐王刘将闾得宠之势头，为了身后计，他

便极力推荐尚未学成的徒弟唐安进入齐王御医行列。

虽然侍医在医官群体中并不显眼，但便于淳于

意背后操作。所谓的侍医，即服务于朝廷或王国却

无官阶，又隶属于太医令（丞）的医生，汉宣帝之

际尚出现有女性侍医淳于衍，［2］然太医令（丞）

为掌宗庙礼仪奉常之属官，应当不会让女性担任，

故而侍医地位最低。《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

书·百官》对“侍医”均无说明，可见其并无官阶。

在汉代中央控制住地方后，侍医在地方官职中便消

失了。［3］正是因为侍医微不足道，非不得已并不

被史家所关注，除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

齐王侍医遂和唐安之外，详考《史记》《汉书》所

载“侍医”仅有六处。（见表 2）

表 2  《史记》《汉书》所载“侍医”情况表

侍医姓名 记载内容 出处

夏无且 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
《史记·刺客

列传》

淳于衍
显前又使女侍医淳于衍进药杀共哀后，

谋毒太子，欲危宗庙。
《汉书·宣帝

纪》

李柱国
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
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

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汉书·艺文
志》

无 疾病侍医临治，赖陛下神灵，不死而活。
《汉书·王贡

两龚鲍传》

无
加赐黄金百斤、养牛、上尊酒，太官致餐，

侍医视疾，使者临问。
《汉书·匡张

孔马传》

伍宏

前东平王云与后谒祝诅朕，使侍医伍宏
等内侍案脉，几危社稷，殆莫甚焉！……
今云等至有图弑天子逆乱之谋者，是公

卿股肱莫能悉心务聪明以销厌未萌之故。 

《汉书·何武
王嘉师丹传》

侍医虽不起眼但有机会侍奉当权者，有机会崭

露头角，容易获取信任而提拔任用。侍医还有另一

种意思，根据《汉书·佞幸传》载伍宏之事迹所载：“前

［1］《三字经·全文》。

［2］《汉书·宣帝纪》。

［3］姜辉：《先秦及秦汉时期医官称谓考》，载《中

华文化论坛》201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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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王云贪欲上位，祠祭祝诅，云后舅伍宏以医待诏，

与校秘书郎杨闳结谋反逆，祸甚迫切。”其中使用

了“以医侍诏”之表述，“侍诏”即指一些特殊人

才被征召入朝，随时听候皇帝传唤咨问，并非官职，

因此，“侍医”按字面理解，即侍候在帝王身边随

时听诏的人。淳于意也是“以医侍诏”，享有一定

的自由，但又不完全受拘束，而且能够倚重藩王权势，

深受器重，这可是恩师公孙光的人生道路。

有研究者认为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医学分两

大派。最初是秦派，而后代替秦派的为齐派，如阳庆、

淳于意等。齐派医学包括两个学术共同体，分别以

扁鹊、仓公为核心，他们均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基

本固定的医技操作程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传承谱

系。［1］总之，淳于意从台前退居到幕后，培养了

几位高足，形成了被医学（史）界誉为的齐医学派，

在整个齐系诸侯势力范围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医者：相较于扁鹊的盖棺定论

淳于意既然寻找到了靠山刘将闾，且一旦进入

官场对行医便多有限制，那么为何又愿意离刘将闾

而去回到临淄成为齐王的太仓令？除了可能有故土

情结之外，还与淳于意的人生抱负有直接关系。早

在向阳庆拜师学艺之时，淳于意就小试牛刀，为故

济北王阿母诊治病情，借机进入官场。作为淳于意

的晚辈，汉成帝之际的楼护父子便是典型：“楼护，

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

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

咸爱重之，共谓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学乎？’

由是辞其父，学经传，为京兆吏数年，甚得名誉。

是时王氏方盛，宾客满门，五侯兄弟争名，其客各

有所厚，不得左右，唯护尽入其门，咸得其欢心。”［2］

当时西汉齐地依然是医学中心，直到西汉末年，

齐地医术在全国仍有盛名。［3］淳于意是否出自医学

世家已经无从可考，但淳于意善于总结归纳，精于融

通的才能不在楼护之下。只不过楼护有“楼君唇舌”

之美誉，善于沟通，处事周圆；淳于意则过于直接，

虽不太会说话，但并不妨碍他结交诸侯。楼护同样是

王侯的座上宾，早年虽是京兆小吏，因结识汉成帝母

舅王谭、王根、王立、王商、王逢这五位同时被封侯

的“五侯”，经平阿侯王谭举荐为方正，出任谏大夫，

后被王莽封为息乡侯，位列九卿，最后遭受牵连被免

为庶人。淳于意和楼护同为齐人，又精通医药，由医

入官，大起大落，其经历极其相似。与楼护一样，结

合汉代察举制，淳于意从刘将闾的门客跃居到齐国的

太仓令这一重要职位，应当得益于刘将闾的推荐。

“医而优则仕”，淳于意为官之举与其性格有巨

大关系。司马迁将扁鹊与仓公合传，让我们有机会在

对比中感受二人性格和抱负的极大反差，由此也可参

透太史公对二人的评价之因。太史公曰：“女无美恶，

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老子曰‘美

好者不祥之器’，［4］岂谓扁鹊等邪？若仓公者，可

谓近之矣。”扁鹊是名副其实的民间游医，从不依附

于任何政治权势，且能“随俗为变”为各地庶民诊治

疾病，不能算作是“美好的不祥之人”。他只是因为

医术高超而被人嫉妒暗算。淳于意则不同，他的终极

目标便是成为王侯的座上宾，是司马迁所谓的真正的

“美好者”。既然淳于意与政治牵连过甚，司马迁为

何还认为他“匿迹自隐”呢？最合理的解释便是，淳

于意只甘愿“被”（刘将闾）匿迹自隐，而且在刘将

闾的庇护下广收门徒，积极介入政治，努力编织一张

［1］陈直：《玺印木简中发现的古代医学史料》，载科学史集刊编辑委员会：《科学史集刊》（第 1 辑），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68-76 页；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6-57 页；何爱华：《齐派医学简论》，

载《管子学刊》1990 年第 1 期。

［2］《汉书·游侠传》。

［3］孙家洲：《论齐鲁文化在汉代学术复兴中的贡献》，载王志民主编：《齐鲁文化研究》（第三辑），山东文艺出版

社 2004 年版。

［4］《老子》第三十一章直言道：“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美好”二字最初来源于《庄子·盗

跖》所载孔子之言“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长大，美好无双，少长贵贱见而皆说之，此上德也；知维天地，能辩诸物，此中德也；

勇悍果敢，聚众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称孤矣。”“美好”与“不祥”并未在道家著作中连用，或为

司马迁之伪注，虽然也存在司马迁所参阅的《老子》版本与今人发现的版本不同的可能，但司马迁之所以借道家之言来评价仓公，

或是为了迎合文帝信奉黄老之学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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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医疗网络。淳于意“匿迹自隐”在刘将闾处，

颇像武帝之际的董仲舒。史载“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

致仕，朝廷每有大狱，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

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

言之详矣。”［1］汉代的隐士普遍隐于民间，他们多

是在自己的故乡或是四处游走，以占卜或传教等方式

生活，但董仲舒致仕之后并未就此彻底隐退，而是迁

居到长安的一条陋巷，以讲经传教的方式继续活跃在

首都思想圈，以维持儒家持续的影响。［2］淳于意与

董仲舒一样，并非真的想彻底远离世俗，而是以退为

进，维持已有的影响力。

正所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淳于意并非能如同扁鹊一样堪当大任，由于出身贫

寒，还有五个女儿尚待抚养，只能在拜师学艺之初

就开始行医；学成之后，为了生计四处行医贴补家

用——四处行医能够赚取更多的诊金，获得更高的

声名，与此同时提高医术，收集民间偏方，日益精进，

最后暂居在刘将闾门下，终于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第

一个人生目标。尽管医术高超，但医德堪忧，无法

同扁鹊齐名，从淳于意嫌弃生女无用的记载开始，

一直到最后文帝诏问其从医历程，司马迁笔下的淳

于意都是一个出身微寒的凡人不惜一切手段投机经

营，利用一切资源尽可能获得声名和权势的自私自

利者。淳于意并未真正感受到文帝当政时儒家思想

的影响，故而非儒医也。

从文帝事后诏问淳于意的内容来看，文帝似乎

没有让淳于意为自己诊治过疾患，因为他对淳于意

高明的医术并非完全了解，这说明淳于意的医术一

直被刘将闾“私藏”，此乃太史公评价淳于意“匿

迹自隐”的原因，否则文帝不可能对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藩王官员或者门客如此上心。根据司马迁的记

载，文帝诏问淳于意的核心问题便是“所为治病死

生验者几何人也，主名为谁。”且一再追问“所诊

治病，病名多同而诊异，或死或不死，何也？”“所

期病决死生，或不应期，何故？”“诊病决死生，

能全无失乎？”既然淳于意如此了得，为何未能救

齐文王的命？于是，文帝特地问道：“知文王所以

得病不起之状？”之后，文帝还问道：“师庆安受

之？闻於齐诸侯不？”此句意味着文帝欲想了解淳

于意选择性为王侯治病是否是遵循师训，淳于意的

回答很有意思：“庆家富，善为医，不肯为人治病，

当以此故不闻。”阳庆师父甚至告诉淳于意“慎毋

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师徒二人竟然如此不同，

文帝愈发怀疑如此低调的阳庆竟然能收淳于意为

徒？于是继续问道：“师庆何见於意而爱意，欲悉

教意方？”淳于意道出了原因：一是因为公孙光的

推荐；二是因为给阳庆献出了中医秘方。可见，身

为富人的阳庆对秘方的喜好甚于治病，他所追求的

是钻研医学，对金钱和名誉并不在乎。相比师父的

过于低调，贫穷的淳于意则要高调许多。他不仅违

背师训广收门徒，而且还行游诸侯，与权贵结交，

积极经营政治，一旦时机成熟便弃医从政。纵观淳

于意的人生际遇，时代之背景始终不能忽视，在儒

家尚未掌握统治话语权的西汉早期，医者的定位（或

者自我价值）似乎只有通过“他视角”（依附他人，

得到认同和肯定）才可得以展现。［3］

［1］《后汉书·应劭传》。

［2］沈玮玮：《西汉司法：法儒两家的多轮交锋——董仲舒春秋决狱的背后》，载《人民法院报》2016 年 4 月 29 日。

［3］于赓哲：《分层时代的研究——汉宋之间医疗史研究的视角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1 期。

附表：淳于意履历表

时间 经历

高后八年（公元前 180 年）前 跟随公孙光学医

高后八年（公元前 180 年） 跟随公乘阳庆学医

文帝三年（公元前 177 年） 开始行医

文帝三年—文帝十三年（公元前 177—公元前 167 年） 期间就任齐太仓长，并四处行医，授人医术。

文帝十三年（公元前 167 年） 被人上书言罪，逮至长安领受肉刑，经小女缇萦上书，终因文帝废除肉刑而得救。

文帝十三年—文帝十六年（公元前 167 年—公元前 164 年） 回到齐地。

文帝十六年（公元前 164 年） 随阳虚侯入朝，诊治安陵项处等病，答汉文帝召问。

文帝十六年（公元前 164 年）后 再无淳于意及其家族记载。


